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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討休閒涉入、休閒活動滿足感、生活品質與幸福感

之互依關係與重要性；並透過「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庫」(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長期追蹤之研究為基礎，數據於2007年開始
收集後，於2017年釋出，有效樣本1895人，儘管外在環境的衝擊，卻能從
臺灣社會環境變遷中觀察國人休閒生活與休閒活動的蛻變。本研究以IBM 
SPSS Statistics 25、IBM SPSS Modeler 18.0及 LISREL 11.0進行統計分析，
先以層級迴歸分析與SEM分群方式等驗證「休閒活動滿足感」變項的中介
與條件式中介效果；再採用層級迴歸探討交互作用後，以三個模式比較來

進行驗證「生活品質」對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的關係間具調節效果；

最後探討休閒的蛻變之縱向分析。結果顯示，休閒活動滿足感在休閒涉入

對幸福感的關係上，具有中介效果，並透過生活品質會調節休閒涉入與幸

福感的間接關係，而具有條件式中介效果；生活品質對其幸福感具顯著正

向影響；且生活品質對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的關係間具有調節效果。

本研究結論：啟發身、心、靈健康與休閒活動之意識與關懷，追求盡善盡

美生活品質與良好親友互動之幸福感將永續相伴，並勾勒現今社會環境變

遷下休閒蛻變的重要關鍵。

【關鍵字】 休閒涉入、休閒活動滿足感、生活品質、幸福感、次級資料庫
分析

戶外遊憩研究37(2)：1-39 DOI: 10.6130/JORS.202406_37(2).0001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Sports Management, Cheng Shiu University
** 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暨碩士班，通訊作者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Nanhu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ector629@gmail.com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2　戶外遊憩研究37(2)

The Metamorphosis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Well-being Health under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Quality of Life

Tzu-Yao Lin*    Wei-Hsiung Chang**    Lien-Shang Wu*** 

(Date Received: October 23, 2022; Date Accepted: November 13, 2023)

【Abstract】This study, based on long-term data from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 investigates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leisure involvement,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
being. Conducted in 2007 and released in 2017, with a valid sample of 1,895 
participants,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precise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isure 
lifestyles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mong Taiwanese residents influenced by 
change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Employing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EM grouping methods via IBM SPSS Statistics 25, IBM SPSS Modeler 
18.0, and LISREL 11.0, the study verifies the mediation effect and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 of the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variable. Additionally, it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Health” through three-model comparis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involvement and well-being. Quality of life is found to affect well-being 
health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nd also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health, suggesting a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longitudinal aspects of the 
metamorphosis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leisure involvement,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health as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 navigating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amidst current social changes in Taiwan.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fostering an awareness of leisure activities 
and promoting holistic health —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 as integral 
components of a fulfilling life. Furthermore, the pursuit of a high-quality life and 
the promotion of well-being and health through meaningful interaction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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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nd friends are identified as enduring aspects.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and adapting to the ongo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s shaping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Taiwan.

【Keywords】�Leisure involvement,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Well-being health, Secondary database analysis

壹、緒論

本研究以臺灣社會環境變遷的趨勢為考量基礎，並以「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資料庫（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簡稱TSCS）」檢視近20年來其時空背景的差
異，資料庫之數據於2007年開始收集後〔包括第五期「社會階層」與「休閒生活」
(2005~2009)與第六期「綜合問卷組」及新議題「環境組」(2010~2014)資料〕，並於
2017年釋出長達10年的資料；雖並非為休閒生活方面的全面數據，然而研究調查仍持
續進行。近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正在進行一項臺灣社會變遷休閒生活基本調

查，且截至目前為止還在持續調查中；因此，本研究結果不但兼具承先啟後的基礎來

對比今日國人的休閒生活，也能呈現出國人休閒生活前半段10年區間，時空背景差異
下的具體歷程與休閒蛻變之貢獻。

爰此，隨著生活品質的提升與追求，國人的傳統休閒模式也逐漸在改變，休閒涉

入朝著現代科技、社群網站、與網路視訊等數位文化方向發展，數位文化改變休閒的

結構、形式和意義(Marston et al., 2020)，若不考慮數位轉型(digital turn)就不可能理解
休閒涉入與休閒活動(Harmon & Duffy, 2023; Koopman-Boyden & Reid, 2009; Marston et 
al., 2020)。此外，休閒活動加上養生運動風的延續，以及營養健康概念等新知元素注
入(Parsons et al., 2020)，傳統動、靜態休閒活動再也不是單一選項，環境與社會的變遷
將大大影響著休閒行為所帶來的「良好生活狀況」、「良好生活技能」與「良好親友

互動」幸福感(well-being health)(Harmon & Duffy, 2023; Wiese et al., 2018)，也因此揭示
臺灣社會環境變遷下的休閒現況以及休閒的蛻變；本研究訪查過程從「臺灣社會變遷

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三次」負責實際田野資料收集的20位督導和148位訪員延續每
期第三次調查主題之「社會階層」與「休閒生活」資料（張苙雲、廖培珊，2008）；
「第六期第一次」的22位督導和103位訪員之實地調查過程中，延續每期一次調查主
題之一「綜合問卷組」之新議題「環境組」資料；以及「第六期第五次」陸續加入了

社群網站、數位轉型、社會網絡與生活狀況、養生運動風以及營養健康概念（傅仰止

等人，2015）等動、靜態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資料(Gellmers & Yan, 2023; Marston 
et al., 2020; Parsons et al., 2020)，並深入臺灣各個角落，挨家挨戶進行面對面訪問調
查，在第一線了解身處環境與社會變遷下的臺灣民眾之休閒行為、態度、價值觀、生

活品質和幸福感等休閒蛻變的因素（章英華等人，2011；傅仰止等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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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面對社會轉型與經濟結構調整，常伴隨著持續、不確定及廣泛性之影響

因子，影響工作、家庭和休閒生活之間的平衡，進而影響他們的生活幸福感，不單僅

只是生理疾病，亦同時伴隨心理壓力與情緒問題等之「環境新常態」(new normal)，
進而可能對民眾休閒活動、生活品質與生活型態造成的巨大改變，甚至影響幸福感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22)；環境新常態係指發生重大危害並影響全人類
社會生活的事件後之適應過程，所產生的術語（例如，COVID-19事件，然而，疫情
的影響不是永久性的，此新常態主要是指疫情期間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限制戶外

活動，影響了休閒活動的模式），其中以社會、文化和經濟所帶來的環境新常態改變

的影響最為重要；例如，人類將從學習及因應過程中，產生新的習慣與生活型態來適

應新環境，包括政治、經濟情勢、社會結構的變化、工作壓力，以及社會變遷導致的

空閒時間缺乏，進而可能對大眾文化、休閒活動、生活品質與幸福感產生持續性的影

響(Mubaraq et al., 2023; Pragholapati, 2020)，此環境新常態的改變可分為三類，TSCS
亦蒐集包含此三類型資料，並將之納入資料庫中。其中，第一類、社會結構的變化、

工作壓力導致的空閒時間缺乏，例如，臺灣的過勞(overwork)文化是工作文化的一個
顯著特徵，它極大地影響了職工休閒時間的自主權和自由運用，並在一定程度上使休

閒成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Lin & Lin, 2022)。第二類、社會變遷導致
的空閒時間缺乏，例如，社會變遷下的電視傳播或智慧型手機等數位科技休閒，讓企

業文化對休閒時間的結構控制、休閒的效益、休閒選擇和員工幸福感會具有很大的

關係，並成為工作與休閒關係的新情境(new context)，這種新情境深深影響著員工對
休閒的感知(Kuykendall et al.,2020)。第三類、組織文化和過度工作文化成為一種慣常
(routine)導致的空閒時間缺乏(Ho, 2023; Lu, 2011; Tsai et al., 2016)，例如，鑑於當前臺
灣社會根深蒂固的企業文化及其影響力，Ho (2023)認為政府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讓
根深蒂固的企業文化遵守法規，為員工提供更友善的工作環境，確保工作之餘有足夠

的空閒時間；並保證下班後的空閒時間會增加人們的工作意願，進而提高就業率和個

人生活滿意度。因此，無論環境新常態如何消長反覆，影響休閒活動的模式，政府應

倡導社會民眾維持固定運動與休閒的習慣、正常作息、充分睡眠、攝取均衡營養，及

具有良好人際關係與社交活動等方法，不啻是重要的療癒方法之一(Krawczyk-Suszek 
& Kleinrok, 2022)；換句話說，可透過政府政策，讓政府的角色在民眾休閒涉入中發揮
關鍵作用，讓民眾除了透過醫療恢復生理健康外，並能藉由重新檢視自身休閒涉入、

休閒活動、生活品質與內在心靈提升的「幸福感」（或心理健康、健康和福祉）；綜

合上述三類型所述，不論是基於社會變遷、休閒背景與體驗(context and experience)亦
或是政府政策，都有必要了解並檢視本研究休閒涉入、休閒活動滿足感、生活品質與

幸福感等所帶來的相互作用及休閒的蛻變，特別是環境（社會、文化和經濟）變化所

帶來對幸福感的影響。 

「幸福感」一詞，採用世衛組織(WHO)《心理健康情況說明書》(mental health 
fact sheets)之觀點，廣義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是「幸福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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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加上「幸福感」是由個人、社會、結構壓力(s t ruc tu ra l s t r e s s)和「脆弱性」
(vulnerability)的複雜交互作用所決定的健康和福祉(WHO, 2022)。因此，拓延建構理論
(broaden-and-build theory)也解釋積極情緒的進化功能及其當前與長期影響，所產生往
上循環正向情緒之休閒信念與透過活動的持久生活滿足感模式，並帶來持續不斷的幸

福感(Denovan & Macaskill, 2017; Fredrickson, 2001)。另一方面，Charles (2010)研究幸
福感並提出「優勢」與「脆弱性」整合理論模型(strength and vulnerability integration, 
SAVI)，來解釋影響成年期情緒調節和幸福感的因素會受到外部環境，如幸福感受到
生活品質的影響；而生活品質的概念又可以用自下而上的溢出理論(bottom-up spillover 
theory)來描述(Eslami et al., 2018; Lee et al., 2018; Sirgy & Lee, 2006; Woo et al., 2015; 
Woo et al., 2016)，且該理論認為生活領域內的影響，垂直溢出到最高級的領域（一般
生活），從而確定整體生活滿意度，並以生活滿意度和生活品質來衡量休閒活動滿足

感和幸福感之間存在正向關係(Eslami et al., 2018)，其亦呼應了O’Connor (2021)所釐清
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之間的因果順序性及生活品質的調節效果。

休閒活動與生活品質的良窳會如何衝擊幸福感亦為本研究所關注之課題。因為幸

福感之「脆弱性」基於SAVI理論模型，可解釋相互依賴性增強之幸福感暴露於與環境
和其他變化相關的壓力，以及缺乏適應能力而容易受到傷害的狀態，且會與在地歷史

生活、社會關係和地點有關(Charles, 2010; Fiske, 2019)；因此，人、社區和生態系統
很容易受到不可預見和不可控的全球變化影響，而且這些「脆弱性」會傾向越來越相

互依存（包括生、離、死、別等情感牽絆或左右人類經濟市場資源、人員或資訊流動

等社會結構壓力）(Fiske, 2019)；例如，Lin與Lin (2022)也認為礙於社會結構的變化、
工作壓力而低劣的生活品質，讓臺灣的過勞加班文化，深深影響了職工休閒時間自主

權，並使休閒成為達到目的之手段，而非目的本身。Kuykendall等人(2020)也認為企業
文化、休閒活動效益和幸福感有很大關係，會成為工作與休閒關係的新常態，並影響

員工的休閒感知。如同本研究環境新常態下之幸福感面向，「良好生活狀況」、「良

好生活技能」與「良好親友互動」，在社會生態系統中造成了新的、難以預見的脆弱

性。

綜上，國內外休閒活動滿足感相關研究大多集中於探索休閒涉入與休閒活動滿

足感的關連性，對於休閒涉入、休閒活動滿足感和幸福感三者之間的關係及其學理架

構的觀點，包括社會連結理論的依附與參與、資源保存模式理論之情感轉移以及拓延

建構理論所解釋的積極情緒進化功能等理論基礎，也值得深入探討(Matsumoto et al., 
2018)，故此三者之間的關係，乃本研究所欲探討課題。 

雖然生命中的身體活動就是生活，而生活品質的感受就是身體活動過程所產生

的感受(Ferreira et al., 2021; Gill & Feinstein, 1994; Uysal et al., 2020)，透過身體活動或
休閒運動，旅遊活動體驗設計或活動體驗價值等，只是生活品質的感受不見得都是快

樂的，只有當活動本身能實踐生命時，才有快樂的感受；例如，支出勞力與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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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投入參與社區發展與規劃所帶來的生活品質(De Guimarães et al., 2020; Vogt et al., 
2020)。如同Nowak等人(2019)以路徑分析和線性迴歸測試大學生身體活動與久坐行為
之休閒運動，其結果顯示，並非所有類型休閒運動與主、客觀生活品質有顯著關係，

且身體活動與久坐行為與生活滿足感沒有顯著關係；換言之，生活品質的高低，可能

會影響個人一時或長期的心理狀況甚至幸福感；過去研究著墨在工作與生活品質衝突

時之因應策略，以及因應策略對生活平衡的影響(Kowitlawkul et al., 2019)，卻忽略了
工作之餘的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的影響面；或者是涉及休閒運動可能具有特定的

治療益處(Zhuo & Zacharias, 2021)，而透過休閒運動之鍛煉運用於醫療上改善疾病，
被認為是提高生活品質與幸福感的一種方式(Marquez et al., 2020)，換言之，生活品質
當調節變項的探討較少，尤其探討生活品質之改變乃是休閒活動滿足感所帶來的幸福

感之決定性因素，然而，這方面的研究卻不多見。

國人目前處於高度重視生活品質與幸福感的社會，可以觀察到民眾普遍受限於工

作時間過久或缺乏規律的休閒生活與活動。有些被動且孤獨的活動，例如，躺在床上

或看電視，會對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Passmore, 2003)；儘管置身於高度休閒涉入之
休閒活動上的時間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Liu & Yu, 2015)，當休閒活動類似於工作時
則會產生負面影響(Liu et al., 2020)；個人休閒活動滿足感對期望參與和實際參與能力
之間的差距也很敏感(Lloyd & Auld, 2002)，這是由於個人、人際和結構層面的不同休
閒限制所致(Zhuo & Zacharias, 2021)。然而，Furnham (1991)在休閒活動類型、年齡、
性別和休閒滿足感對心理幸福感的影響研究中，參與各種類型的活動滿足感和幸福

感之間存在從.10到.21微小顯著的相關性，僅發現某些類型的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有
關，工作和休閒滿足感（或不滿足感）以及幸福感之間的確切關係也不清楚；休閒和

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可能不是因果關係(Trainor et al., 2010)，甚至幸福感作為前因，直接
影響休閒滿足感、生活滿足感並間接影響到快樂感(Argan et al., 2018)，但此類研究並
非長期追蹤資料研究；對於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的因果順序有待進一步探討，是

否仍可能因為有些民眾，有著高度害怕休閒活動剝奪了其他可利用的時間安排，不斷

的惡性循環下，而導致幸福感對休閒活動滿足感負影響之反向因果關係？或者休閒活

動滿足感與幸福感彼此之間會互相影響，但幸福感對休閒活動滿足感正影響小於休閒

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負影響的情況下，而導致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負向影響的發

現，則有待縱貫性研究檢驗。

過去雖有少數長期追蹤的研究進行以幸福感當依變項這方面的探討(Ialongo et al., 
1994; Marcotte et al., 2006; Vaez & Laflamme, 2008)，也有橫斷面研究認為主觀幸福感
會為生活品質帶來影響(Meng & Choi, 2017; Proctor et al., 2011)，可惜透過長期追蹤資
料擷取之橫斷面或縱貫性研究探討仍顯不足；換言之，過去研究少，是因為到底是幸

福感影響休閒活動滿足感，或是休閒活動滿足感影響幸福感(Curtis & Upchurch, 2008; 
Zhuo & Zacharias; 2021)，亦或是以休閒涉入透過休閒活動滿足感當條件式中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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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幸福感(Yang et al., 2012)，還是休閒活動滿足感影響幸福感同時存在著生活品
質的調節效果，尚未有定論；因此，釐清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之間的因果順序性

(O’Connor et al., 2021)及生活品質的調節效果，對於學術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有很重
要的意義與價值。

綜上本研究透過TSCS做為研究基礎，驗證各種假設；其因果分析、中介與條件
式中介效果及調節效果需要追蹤長期調查資料並透過統計分析方法之控制，才可釐清

問題，俾能增益其研究學術發展；換言之，並藉由長期追蹤的國人休閒與運動行為

中，觀察過去休閒活動軌跡、珍視並思索現階段環境新常態及因應方式(Ferreira et al., 
2021)，期望走出一個明亮的未來新生活；從過去、現在及未來，並連結審思國人休閒
與運動行為在臺灣社會變遷所具備的面向，並藉著釐清各量表關係，以期提供給國人

參考的借鏡，提供相關學術單位與實務工作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民眾因休閒生活所

產生的幸福感情形，其影響不光只是連結自身的生理、心理或情緒面向，休閒之所以

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議題之一，有其主客觀因素存在，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陳述如

下：

一、 透過縱貫性分析，探討休閒活動滿足感在休閒涉入對幸福感的關係上，具有
中介效果，且透過生活品質調節，而具有條件式中介效果。

二、說明臺灣社會環境變遷下生活品質對其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三、 釐清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之間的因果順序性，並說明生活品質對兩者關
係間之調節效果。

四、透過縱貫性分析，了解休閒的蛻變，並探討幸福感隨時間變化之情形。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一、休閒的蛻變研究架構建立的理論基礎

國內外休閒活動滿足感相關研究大多集中於探索休閒涉入與休閒活動滿足感的關

連性，對於休閒涉入、休閒活動滿足感和幸福感三者之間的關係及其學理架構的觀點

也需深入探討，包括社會連結理論的依附與參與、資源保存模式理論之情感轉移以及

拓延建構理論所解釋的積極情緒進化功能等理論基礎運用在休閒研究中(Matsumoto et 
al., 2018)，故此三者之間的關係，乃本研究所欲探討課題。

從相關理論研究中，幸福感之「脆弱性」基於SAVI理論模型，可解釋相互依賴性
增強之幸福感暴露於與環境和其他變化相關的壓力，以及缺乏適應能力而容易受到傷

害的狀態，且會與在地歷史生活、社會關係和地點有關(Charles, 2010; Fisk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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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theridge等人(2002)提出休閒活動滿足感與情緒耗竭之關係，所發展出資源保存模
式之理論，亦即當國人獲得休閒活動所提供的適當支持或其他社會支持時，卻可紓緩

身心耗竭，而使得休閒活動滿足感改善；反之當身心耗竭未獲得適當的社會支持或

組織支持時，與Gold等人(2006)指出個人對休閒活動的情感聯結相對降低之論點亦相
符。Curtis與Upchurch (2008)從休閒活動滿足感的觀點出發，探討員工對其工作環境
是否快樂有趣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社會連結理論的依附與參與，有助於員工休閒活

動滿足感的表現，而且休閒活動滿足感影響內部員工的相互支持產生之幸福感。Shin
與You (2013)認為青少年從休閒活動中休閒涉入積累的經驗會藉由休閒滿足感對其長
期幸福感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尤其當生活品質具有調節作用時；拓延建構理論也

解釋積極情緒的進化功能及其當前與長期影響(Fredrickson, 2001)，不僅反應在休閒涉
入能間接增強幸福感方面，也出現在應對消極生活事件方面。而拓延建構理論也解釋

積極情緒的進化功能及其當前與長期影響，產生往上循環正向情緒之休閒信念與透

過活動的持久生活滿足感模式，並帶來持續不斷的幸福感(Denovan & Macaskill, 2017; 
Fredrickson, 2001)；亦即與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心理的幸福感更具有影響力且休閒活動
滿足感具有中介效果之論點相符合(Chang et al., 2019; Hills & Argyle, 1998; Mouratidis, 
2019; Ragheb, 1993; Riddick, 1986)。如同社會連結理論的依附與參與有助休閒涉入的
表現，而且影響參與休閒活動者的相互支持以及正向幸福感與心理健康。

生活品質的概念可以用自下而上的溢出理論來描述(Eslami et al., 2018; Lee et al., 
2018; Sirgy & Lee, 2006; Woo et al., 2015; Woo et al., 2016)，該理論認為生活領域內的
影響，垂直溢出到最高級的領域（一般生活），從而確定整體生活滿意度，且由各種

因素所組成，例如健康、幸福感、安全、家庭、社交、娛樂、生活方式、藝術和文

化、工作、娛樂、財務、精神、智力、旅遊和社交生活等(Andereck & Nyaupane, 2011; 
Shuaibu & Oladayo, 2016; Uysal et al., 2012)，並以生活滿意度和生活品質來衡量休閒活
動滿足感和幸福感之間存在正向關係(Eslami et al., 2018)。而溢出理論所帶來的幸福感
又與Harmon與Duffy (2023)的數位幸福理論(digital well-being theory)透過網路與資訊、
娛樂和社交聯繫相符合；換言之，對娛樂設施或休閒活動的滿意度越高，對一般生活

的滿意度和幸福感溢出效果就越高，一個生活領域的生活品質往往會影響整體生活滿

意度和幸福感，即生活品質對休閒活動滿足感和幸福感之間具有調節作用。

二、休閒涉入、休閒活動滿足感和幸福感三者之間的關係

(一) 休閒涉入與休閒活動滿足感之關聯性

休閒涉入在研究取向上係指個體在參與休閒活動的整體表現，包括所投入金

錢、時間之外在行為，與投入心思與精神之內在心理狀態(An et al., 2021; Song et al., 
2022)；在量化研究方面，則偏向休閒涉入如何測量、哪些前置變項會影響休閒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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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涉入又會對結果變項造成何種影響、哪些調節變項會影響休閒涉入與結果變項之

間的關係，當涉入程度不同時，其外在行為的表現和內在心理的覺醒快樂感亦會有所

不同⋯等議題上(Fennell, 2018)；有些研究則僅是單純地選擇高休閒涉入工作者為受測
對象，探討其對工作構面的態度、身心健康狀況等等(Abraham, 2000; Schaubroeck & 
Shaw, 2000; Zerbe, 2000)；然而，Shin與You (2013)研究發現休閒活動涉入是積極的休
閒（即體育活動）與休閒活動滿足感呈現正向相關；換句話說，當休閒涉入為自變項

時，會對其依變項產生影響。

(二) 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之互依關係

當人們面臨所要求的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內在真實感受不一致而產生失調(emotional 
dissonance)時(Hochschild, 1983; Rafaeli & Sutton, 1987)，該如何處理？是應該忠於工作
要求或組織規範，還是忠於自己真實的狀況？又如，休閒活動滿足感與自我的關係究

竟為何，長時間休閒活動滿足感，會讓自我更為豐富，還是讓自我更加疏離？當自我

更為豐富也就是「幸福感」的降臨，意即個體對其本身全盤生活品質的認知與感覺之

狀況所產生之幸福感(Fancourt & Finn, 2019)；換句話說，從事休閒活動與其心理幸福
感受頗有關聯(O’Connor et al., 2021)；相同地，Curtis與Upchurch (2008)從休閒活動滿
足感的觀點出發，探討員工對其工作環境是否快樂有趣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社會連

結理論的依附與參與，有助於員工休閒活動滿足感的表現，而且休閒活動滿足感影響

內部員工的相互支持產生之幸福感；相較於Zhuo與Zacharias (2021)認為Covid-19大流
行期間涉及體育活動的休閒活動可能具有特定的治療益處，經常參加戶外活動的個體

表現出較低的心理幸福感，但較高的功能和社會幸福感；隔離前活躍的個人更有可能

在隔離期間探索新事物以提高社會幸福感，從工作、家庭、和健康所獲得的滿足感，

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心理的幸福感更具有影響力，其中社會方面之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

福感三個構面，呈現顯著影響；其結果與Ragheb與Griffith (1982)、Riddick (1986)之研
究部分相符合。

(三) 休閒活動滿足感之中介效果，並透過生活品質調節，而具有條件式中介效果

休閒活動滿足感是個體因從事休閒活動所引導出及獲得的正向看法或感受。它

是個體知覺目前的休閒經驗及情境感到滿足的程度，這種正向的滿足感來自個體自身

所察覺到的，或未察覺到的休閒涉入所引起，且休閒活動滿足感的概念包含了生理、

心理、放鬆、教育、社會及美感等六個層面之知覺體驗(Beard & Ragheb, 1980)；Shin
與You (2013)認為青少年從休閒活動中積累的經驗會藉由休閒滿足感對其長期幸福感
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尤其當生活品質具有調節作用時；從最近牛津大學研究團隊

Vuorre等人(2022)指出休閒時間（玩網路遊戲）的長短與幸福感幾乎沒有關係或沒有
證據，該研究結論似乎意味著生活品質是關鍵或相關因素假設的可能性；拓延建構理

論也解釋積極情緒的進化功能及其當前與長期影響(Fredrickson, 2001)，不僅反應在休
閒涉入能間接增強幸福感方面，也出現在應對消極生活事件方面，換言之，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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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感在休閒涉入對幸福感的關係上，具有中介效果，且因為生活品質會調節休閒涉

入與幸福感的間接關係，而具有條件式中介效果；其結果除了顯示休閒活動滿足感

具有中介效果外，並驗證過去研究(Chang et al., 2019; Hills & Argyle, 1998; Mouratidis, 
2019; Ragheb, 1993; Riddick, 1986)幸福感的預測主要來自於休閒滿足感；且休閒涉入
不直接影響幸福感(Yang et al., 2012)，休閒涉入型態必須在經由感受到休閒活動滿足
感之後才會產生幸福感，因此，必須進一步經由本研究來證實休閒活動滿足感是否為

重要的條件式中介變數。根據上述文獻回顧，據以推論出本研究所提出的休閒活動滿

足感、休閒涉入與幸福感之關係假設如下：

假設一：休閒涉入不直接影響幸福感，且休閒活動滿足感在休閒涉入對幸福感的

關係上，具有中介效果，並透過生活品質調節，而具有條件式中介效果。

三、休閒活動滿足感、生活品質和幸福感之間的關係

(一) 生活品質和幸福感之關聯性

過去健康相關生活品質(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是指美國國立衛生
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所定義「會因社會政策及個人知覺、障礙、功能
狀態而調整並附予的生命存在價值，此價值亦受到受傷、疾病、治療或政策之影響」

(Padilla & Frank-Stromborg, 1997)；且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章程序言的原則，即「健康是
指一種身體、精神和社會完全健康的狀態，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虛弱」(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WHO], 2021)；因此，健康相關生活品質被定義為
「健康人的身體功能障礙、疼痛和痛苦導致人們日常行為、社交活動和心理健康受

到限制的程度」(Etxeberria et al., 2019; Lawton, 2001)；此定義較著重在個人在生理、
心理各種角色功能（如工作、親職等）以及各種社會群體關係所組成的個人完整性自

覺，而且藉由社會人口因素、研究年齡對健康的感受、適應生活滿足感及幸福感等的

最佳狀態(Krawczyk-Suszek & Kleinrok, 2022)，亦即影響生活品質的變項較複雜，休
閒涉入需透過不同的度假體驗等因素才能與生活品質有些許關係；換句話說，度假體

驗似乎會導致享樂消費或持久的消費體驗與遊客的生活品質相關，享樂消費短期可能

會與遊客的生活品質相關，而持久改變生活的消費體驗可能與生活品質產生長期關

聯性，生活品質有助於提高幸福感(Uysal et al., 2016)；換言之，生活品質是個人身、
心、社會全方面的狀況亦可謂一種幸福感的指標；爰此，生活品質常用於評估個人以

及社會的幸福感且生活品質可以有效的預測生活滿足感(Martyr et al., 2018; Uysal et al., 
2016)。綜上所述，推論出本研究的假設如下：

假設二：臺灣社會環境變遷下，生活品質對其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 生活品質於休閒活動滿足感及幸福感之間具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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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為個人主觀之建構，包含心理、社會與認知的幸福感，Lee等人(2018)認為
顯性和隱性倫理制度化會對員工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影響，其中員工工作生活經歷

中的工作生活品質具中介效果，而工作-家庭生活衝突，不論是從家庭生活到工作生活
或從工作生活到家庭生活所帶來的衝突，即充滿衝突感的生活品質對生活滿意度和幸

福感具有調節作用，生活困擾主要來自生活壓力及生活情境所引發的負向感受，面對

生活困擾及休閒活動與生活品質衝突時；無論從運動或養生等動、靜態角度出發的休

閒活動與生活品質衝突主要在影響情緒低落、工作上的壓力及無法參與家庭活動及擔

負責任；Ogunmokun等人(2021)認為生活品質當調節變項可以削弱企業社會責任契合
度和態度忠誠度的關係，幸福感是一種維持穩定的感覺或安適生活的狀態，生活品質

衝突的發生，如同生活品質的調節效果，也許會影響個人的幸福感，藉由採取無論是

運動或養生的個人休閒活動因應策略，以引發正向情緒與提升幸福感，使個人保持生

活的士氣與希望及維持正常的生活功能，如此能追求穩定的幸福感。根據上述文獻回

顧，據以推論休閒活動滿足感、生活品質和幸福感之關係，本研究提出的假設如下：

假設三：生活品質對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的關係之間具調節效果。

四、休閒蛻變下之幸福感

由於多年來，幸福感被納入休閒模式中討論，包括休閒涉入、休閒活動滿足

感而成為休閒研究領域中極重要的議題之一(Fancourt & Finn, 2019; Liu & Yu, 2015; 
O’Connor et al., 2021)，而在探究幸福感時，發現研究者納入分析影響大眾休閒涉入
與休閒活動滿足感的因素加以分析，如休閒涉入，是指個體與活動本身、旅遊目地

或裝備之間產生之意識與認知感受程度，來滿足經由對活動的重要性、愉悅價值、

及象徵價值的認知程度；進而產生投入、專注的身體行為，且在休閒遊憩領域中，

多位學者認為用吸引力(attraction)、中心性(centrality)、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三面
向來研究涉入的概念是適當且可信的，已有多篇文獻加以探討(An et al., 2021; Cheng 
& Tsaur, 2012; Gross & Brown, 2008; Havitz & Dimanche, 1997; Kontogianni et al., 2011; 
Kouthouris, 2009; Kyle & Mowen, 2005; Sato et al., 2017; Sato et al., 2018; Song et al., 
2022; Sosianika et al., 2020; Wang, 2022; Wiley et al., 2000; Wilson et al., 2019)。而在探
究幸福感時，也檢驗了休閒活動滿足感，並著墨於個體的休閒活動涉入愈高、愈會如

何正向增進休閒活動所帶來的滿足程度，達到益於身心之活動目的，此面向同樣也

有學者研究(Bammel & Burrus-Bammel, 1982; Chen et al., 2013; Kelly et al., 2020; Shin 
& You, 2013; Walker & Kono, 2018)；換言之，休閒活動能增強身體律動與心思運轉
效益，而休閒活動滿足感不僅與個人知覺之快樂感(happiness)都具有預測能力(Argan, 
2018; Fennell, 2018; Iso-Ahola, 1994; Liang et al., 2013)，也是衡量影響休閒生活所帶來
的「幸福感」之有效指標(Fancourt & Finn, 2019; Krefis et al., 2018; Liu & Yu, 2015; Lu 



12　戶外遊憩研究37(2)

& Hu, 2005; O’Connor et al., 2021)，然而，大多僅止於休閒的橫斷面研究，而非縱貫性
研究。

「幸福感」能涵蓋的健康和福祉面向更多，所以有別於單純的「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被定義為正、負情感平衡和對生活滿足感(satisfaction with life )的
組合(Meiselman, 2016)，即其所探討的心理(mental)、功能(functional)和社會成分(social 
components)(Zhuo & Zacharias, 2021)；另一種有關幸福感的傳統觀點是將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與主觀幸福感分開解釋(Linley et al., 2009)，主觀幸福感通常在
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範疇中進行處理；然而，主觀幸福感包括「幸福感」這一事實
導致了其定義和區分上的混淆；與主觀幸福感不同的是心理幸福感被定義為「參與生

活中存在的挑戰」(Linley et al., 2009)，儘管研究上出現一些測量方法，但心理幸福感
的測量並不常見(Meiselman, 2016)；因此，本研究「幸福感」能涵蓋的健康和福祉面
向更多，並結合TSCS，即臺灣長期社會變遷因素，特依此界定為「幸福感」；再將
幸福感納入休閒模式之縱貫性研究中討論，隨時間改變而成為休閒蛻變中不可或缺的

元素之一。綜上所述，據以推論出本研究的假設如下：假設四：探討休閒蛻變下幸福

感隨時間變化之情形。

參、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進行休閒涉入、休閒活動滿足感、生活品質與幸福感之關聯性研究，所欲

考驗假設如下：

假設一(H1)：休閒涉入不直接影響幸福感，且休閒活動滿足感在休閒涉入對幸福
感的關係上，具有中介效果，並透過生活品質調節，而具有條件式中介效果。

假設二(H2)：臺灣社會環境變遷下，生活品質對其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三(H3)：生活品質對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的關係之間具調節效果。

假設四(H4)：探討休閒蛻變下幸福感隨時間變化之情形。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旨在探討「休閒涉入、休閒活動滿足感、生活品質與幸福感之關係」。

根據中央研究院、國科會和教育部共同支持下所建置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

庫」長期追蹤之研究為基礎，本資料庫之數據於2007年開始收集後，於2017年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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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資料時，排除資料庫中的不合理值與遺漏值，且因考量第五期(2005~2009)完成
後原樣本1895人消逝了36人，剩餘1889人；因此，第六期(2010~2014)並補進新的有效
樣本36人，維持樣本數1895人，亦即最後共獲得有效樣本1895人。

三、研究工具

(一) 休閒涉入

由於休閒涉入發展至今已相當完善，因而採用TSCS資料庫已發展且信、效度良
好的休閒涉入量表，作為衡量休閒涉入概念之用。本研究對休閒涉入的看法為：「藉

由參與休閒活動之需求個體會專注地投入在活動當中，主要包括投入心思、精神之內

在心理狀態與所投入之外在身體行為的整體表現。」

根據上述與資料庫中之題目，刪除不合理值與遺漏值之後，共計有25題之衡
量題項，例如：「喜歡體會生活中各種活動的樂趣」、「喜歡利用各種機會增長見

聞」、「喜歡透過活動展現真正的自我」⋯等，再將休閒涉入分為三個層面，即「吸

引力」、「中心性」與「自我表現」。並透過LISREL之驗證性因素分析，共分三個
構面進行，其因素負荷量分別介於0.68-0.81、0.69-0.85、0.63-0.86，累積解釋變異量
為68.71%。適配度指標分別為GFI=0.97、NNFI=0.96、CFI=0.95、RMSEA=0.065、
SRMR=0.038，且Cronbach’s α值為0.889、0.826、0.821，具良好之信、效度構念。

(二) 休閒活動滿足感

由於研究主題內涵以及產業特性之關係，導致諸多實證研究對於休閒活動滿足感

圖1  研究架構圖
Fig. 1  Conceptu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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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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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sur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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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義與衡量指標亦產生不同論點。本研究對休閒活動滿足感的看法為：「在工作、

家務以及其他必需的日常活動之外，能依自己意思做事的自由時間，測量個體透過自

身動、靜態休閒活動經驗的領會，知覺到個體所獲得之滿足程度，包含身體運動、活

動規劃、心理、教育、放鬆及美感等。」

根據上述與資料庫中之題目，刪除不合理值與遺漏值之後，共計有33題之衡量
題項，例如：「我在休閒活動中能表現出真正的自己」、「我能享受休閒活動帶來的

消遣樂趣」、「我在休閒活動中能享受身體運動帶來的身體舒暢」⋯等，再將休閒

活動滿足感分為三個層面，即「身心釋放類型」、「教育體驗類型」與「藝術美感

類型」。並透過LISREL之驗證性因素，分析量表所分之三構面，其因素負荷量分別
介於0.66-0.81、0.78-0.87、0.65-0.80，累積解釋變異量為68.78%。適配度指標分別為
GFI=0.91、NNFI=0.91、CFI=0.90、RMSEA=0.078、SRMR=0.058，且Cronbach’s α值
分別為0.892、0.854、0.830，因此，具良好之信、效度構念。

(三) 生活品質

回顧生活品質相關文獻後，基於本研究以全民為調查對象，採用資料庫已發展且

具良好信、效度的量表，作為衡量本研究生活品質概念之用，本研究對生活品質的看

法為：「生活品質可以用生活快樂感來加以衡量，人們對於生活的快樂感包含愉快與

舒適的感覺、心智與心靈上的快樂感、心理上的自信與自我實現等；包括排除情緒低

落、工作上的壓力及無法參與家庭活動或無法擔負責任等障礙。」綜合上述與資料庫

中之題目，刪除不合理值與遺漏值後，共計14題衡量題項，例如：「我對自己目前主
要的工作感覺良好」、「我對自己安排的休閒活動及休閒生活感覺良好」⋯等，並透

過LISREL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因素負荷量介於.77-.88，累積解釋變異量為59.48%。
適配指標分別為GFI=0.91、NNFI=0.92、CFI=0.92、RMSEA=0.071、SRMR=0.079，且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0.849，因此，具良好之信、效度構念。

(四) 幸福感

就研究主題內涵以及產業特性而言，導致諸多實證研究對於幸福感定義與衡量

指標之不同論點。本研究對幸福感的看法為：「當生活大致上接近自我理想時，個人

所能夠維繫好之良好生活狀況與溫暖性格，有足夠能力獲得現實生活中想要的重要東

西，即使生活重來，也幾乎不會做任何改變。」綜合上述與資料庫中之題目，刪除

不合理值與遺漏值後，共計12題衡量題項，例如：「覺得許多事情對您來說是個負
擔」、「覺得對自己失去信心」、「感到未來充滿希望」、「覺得和家人、親友相處

得來」⋯等，再將幸福感分為三個層面，即「良好生活狀況」、「良好生活技能」與

「良好親友互動」。並透過LISREL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所分三構面，其因素負荷量分
別介於0.69-0.71、0.70-0.83、0.68-0.85，累積解釋變異量為66.75％。適配度指標分別
為GFI=0.90、NNFI=0.91、CFI=0.91、RMSEA=0.087、SRMR=0.070，且Cronbach’s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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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別為0.851、0.868、0.863，因此，具良好之信、效度構念。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統計分析乃採用因素分析方法，以IBM SPSS Statistics 25、IBM SPSS 
Modeler 18.0及LISREL 11.0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首先，以休閒涉入、休閒活動
滿足感、生活品質與幸福感四份量表，依研究需要及分析目的使用如下所示。

(1) 因素分析：藉由IBM SPSS Statistics 25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萃取診斷各構念收
斂與離散，篩選較穩定的關鍵因素，為避免共同方法變異(CMV)問題產生，以 
Harman’s單因素檢定法進行研究變項間共同方法變異的檢定，顯示本研究無明
顯同源偏誤問題(Avolio et al., 1991)。再透過LISREL11.0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後，以符合概念之效度意涵。

(2) 以Pearson積差相關達顯著加以驗證，研究者根據Baron與Kenny (1986)與 
Preacher等人(2007)所提出的觀點，以層級迴歸分析與SEM分群方式等驗證「休
閒活動滿足感」變項的中介效果與條件式中介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是
否存在，且休閒涉入不影響幸福感。

(3) 採用層級迴歸探討交互作用後，以三個模式比較來進行驗證「生活品質」對休
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的關係間具調節效果。

(4) 休閒的蛻變採用IBM SPSS Modeler 18.0成長曲線模式(growth curve model)之縱
貫性分析。

肆、研究結果

一、各量表構念的相關分析

表 1  全體變項間的相關係數(n =1895)
Table 1. The intercorrelation matrix

休閒
涉入1
L.I.1

休閒
涉入2
L.I.2

休閒
涉入3
L.I.3

活動
滿足感1
L.A.S.1

活動
滿足感2
L.A.S.2

活動
滿足感3
L.A.S.3

幸福感
1

W.H.1

幸福感
2

W.H.2

幸福感
3

W.H.3

生活
品質

Q.O.L.

休閒
涉入1
L.I.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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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量表迴歸分析結果   

(一) 休閒活動滿足感中介效果之檢驗

從表2結果顯示，Model 1-3（休閒活動滿足感介入後，休閒涉入對幸福感層面1
之層級迴歸分析），而從Model 1-1「幸福感層面1」未加入休閒活動滿足感中介變項
時，休閒涉入之「休閒涉入1」、「休閒涉入2」構面未有顯著的關係存在，而「休閒

休閒
涉入1
L.I.1

休閒
涉入2
L.I.2

休閒
涉入3
L.I.3

活動
滿足感1
L.A.S.1

活動
滿足感2
L.A.S.2

活動
滿足感3
L.A.S.3

幸福感
1

W.H.1

幸福感
2

W.H.2

幸福感
3

W.H.3

生活
品質

Q.O.L.

休閒
涉入2
L.I.2

0.283＊ 1

休閒
涉入3
L.I.3

0.198＊ 0.231＊ 1

活動
滿足感1
L.A.S.1

0.250＊ 0.264＊ 0.351＊ 1

活動
滿足感2
L.A.S.2

0.324＊ 0.182＊ 0.166＊ 0.161＊ 1

活動
滿足感3
L.A.S.3

0.205＊ 0.094＊ 0.138＊ 0.117＊ 0.223＊ 1

幸福感1
W.H.1 0.087＊ 0.123＊ 0.052 0.146＊ 0.128＊ 0.218＊ 1

幸福感2
W.H.2 0.009 0.021 0.032 0.028 0.086＊ 0.338＊ 0.194＊ 1

幸福感3
W.H.3 0.019 0.217＊ 0.202＊ 0.137＊ 0.102＊ 0.118＊ 0.347＊ 0.239＊ 1

生活
品質

Q.O.L.
0.011 0.011 0.034 0.089＊ 0.098＊ 0.021 0.087＊ 0.076＊ 0.068＊ 1

L.I.= 休閒涉入, L.A.S.= 休閒活動滿足感, W.H. = 幸福感, Q.O.L.= 生活品質
L.I.= Leisure Involvement, L.A.S.=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W.H. = Well-being Health, Q.O.L.= Quality of 
Life

表 1  全體變項間的相關係數(n =1895)（續）
Table 1. The intercorrelation matrix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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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入3」構面有顯著正向關係(0.371＊)。但當加入Model 1-2休閒活動滿足感時，「休閒
涉入3」構面（自變數）對「幸福感層面1」（依變數），Model 1-3其結果未呈現轉弱
或不顯著之情形(0.371＊→0.545＊)，Model 1未具有中介效果存在。

表 2  休閒活動滿足感在休閒涉入對幸福感的關係上之中介效果迴歸分析摘要表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involvement and well-being

依變數
(D.V.)

自變數
(I.V.)

幸福感(W.H.)

幸福感層面1(W.H.1) 幸福感層面2
(W.H.2)

幸福感層面3 
(W.H.3)

Model 
1-1

Model
1-2

Model
1-3

Model 
2-1

Model 
2-2

Model 
2-3

Model 
3-1

Model 
3-2

Model 
3-3

休閒
涉入
(L.I.)

休閒
涉入1
(L.I.1)

-0.065 -0.052 -0.148 -0.084 -0.225 -0.261

休閒
涉入2
(L.I.2)

-0.262 -.0323 -0.239 -0.171 -0.421 -0.427

休閒
涉入3
(L.I.3)

0.371＊ 0.545＊ 0.582＊ 0.631＊ 0.647＊ 0.275＊

休閒
活動
滿足感
(L.A.S.)

活動
滿足感1
(L.A.S.1)

-0.063 -0.098 -0.133 -0.185 -0.223 -0.242

活動
滿足感2
(L.A.S.2)

0.246 0.188 0.336＊ 0.165 0.286＊ 0.286

活動
滿足感3
(L.A.S.3)

0.162 0.213 0.389＊ 0.228 0.291＊ 0.304

 F 3.899 1.329 3.526 5.823 6.649 4.857 7.987 8.642 4.873

 P 0.034 0.341 0.000 0.000 0.002 0.000 0.001 0.002 0.001

 D-W 1.233 1.708 1.635 1.735  1.781  2.139  1.475  1.187 2.742

 R2 0.325 0.068 0.321 0.348  0.239 0.334 0.378 0.394 0.338

 Adj R2 0.226 0.042 0.212 0.264  0.277 0.252 0.284 0.336 0.259

*p<.05; I.V. = 自變數, D.V.= 依變數, L.I.= 休閒涉入, L.A.S.= 休閒活動滿足感, W.H. = 幸福感
*p<.05; I.V. = Independent Variable, D.V.= Dependent Variable, L.I.= Leisure Involvement,
L.A.S.=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W.H. = Well-being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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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Model 2-3（休閒活動滿足感介入後，休閒涉入對幸福感層面2之層級迴
歸分析），而從Model 2-1「幸福感層面2」未加入休閒活動滿足感中介變項時，休閒
涉入之「休閒涉入1」、「休閒涉入2」構面未有顯著的關係存在，而「休閒涉入3」
構面有顯著正向關係(0.582＊)。但當加入Model 2-2休閒活動滿足感時，「休閒涉入3」
構面（自變數）對「幸福感層面1」（依變數），Model 1-3其結果未呈現轉弱或不顯
著之情形(0.582＊→0.631＊)，Model 2未具有中介效果存在。

然而，從Model 3-3發現（休閒活動滿足感介入後，休閒涉入對幸福感層面1、幸
福感層面2與幸福感層面3之層級迴歸分析），「幸福感層面3」未加入休閒活動滿足
感中介變項時，休閒涉入之「休閒涉入1」、「休閒涉入2」構面未有顯著的關係存
在，而「休閒涉入3」構面有顯著正向關係(0.647＊)。但當加入Model 3-2休閒活動滿足
感時，「休閒涉入3」構面（自變數）對「幸福感層面3」（依變數），其結果呈現轉
弱或不顯著之情形(0.631＊→0.275＊)，因此，符合Baron與Kenny (1986)所提出中介效果
之第三個條件；並依據Preacher等人(2007)中介效果與條件式中介效果之統計檢定，且
運用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之抽樣基準方式，得知條件式中介效果具顯著性，其中B 
= -0.96，S.E. = 0.23，且95% 信賴效果為(-0.522, -0.863)，並未包含0，存在顯著效果，
因此，條件式中介效果亦存在(Preacher et al., 2007)。

本研究接續測試休閒涉入是否會影響幸福感，考量第五期完成後原樣1895人消逝
了36人，剩餘1889人，因此，第六期補進新的有效樣本36人，維持樣本數1895人後，
而以分群方式SEM分析，將第五期(2005~2009, n=1889)與第六期(2010~2014, n =1895)
之休閒涉入與幸福感兩個理論測量模式其各自的一階因素均彼此有中高度相關，相關

係數均達0.001顯著水準，代表休閒涉入測量模式可由一階因素-「吸引力」、「中心
性」、「自我表現」再抽取一個二階因素-「休閒涉入」。幸福感測量模式可由一階
因素-「良好生活狀況」、「良好生活技能」、「良好親友互動」再抽取一個二階因
素-「幸福感」。分析結果發現休閒涉入與幸福感兩個測量模式的GFI、AGFI、NFI、
IFI、NNFI、CFI 均達0.90之理想值。另外，RMSEA依序為0.065、0.071、0.061，符合
0.05至0.10合理至普通適配的標準。

本研究接著以預試之休閒涉入與幸福感S E M當作基底模式，分別對全體
(2005~2014)及第五期(2005~2009)、第六期(2010~2014)進行模式適配度評鑑，檢驗全
體及第五期、第六期之結構模式標準化，而在模式適配評鑑標準方面，本研究是採

Bagozzi與Yi (1988)所建議模式適配評鑑標準應包括：基本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標
準，模式內在適配標準等三方面來進行。

在基本適配評鑑方面，全體及第五期、第六期誤差變異均無負值，且均達0.05之
顯著水準，而參數間相關的絕對值亦未接近1，因素負荷量範圍在全體為0.50至0.95
間、第五期為0.50至0.94間、第六期為0.70至0.95間，均符合0.50至0.95之適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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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模式評鑑方面，由於本研究為TSCS資料庫之大樣本，χ2及χ2 / df等值易受樣

本人數波動而達顯著水準，故仍須參考其他較不易受樣本人數的適配指標。在本研

究全體及第五期、第六期之GFI、AGFI、NFI、IFI、NNFI及CFI均大於.90的適配範圍
內，而全體及第五期、第六期之RMSEA依序為0.079、0.096及0.095亦符合0.05至0.10
為合理至普通適配範圍。因此，全體休閒涉入與幸福感量表內，共6個分量表間相關
係數矩陣皆達.01顯著水準，提供本研究結構模式檢定之統計基礎。

然而在模式內在結構評鑑方面，本研究工具即休閒涉入與幸福感兩個量表在全體

(2005~2014)之組合信度CR值依序0.52、0.58、0.56，而在變異數的平均解釋量AVE值
依序為0.46、0.42、0.41，均未符合CR值須達0.60以上以及AVE值須達0.50以上之可接
受值，顯示本研究工具信度複核結果未被接受，所以休閒涉入不影響幸福感。可見休

閒活動滿足感在休閒涉入與「幸福感層面3」之間具中介效果，而且透過生活品質調
節，而具有條件式中介效果。驗證假設一(H1)：休閒涉入不影響幸福感，且休閒活動
滿足感在休閒涉入對幸福感的關係上，具有中介效果，並透過生活品質調節，而具有

條件式中介效果。

(二) 生活品質的調節效果

從活動滿足感構面與生活品質的交互作用項分別對幸福感層面1、層面2、層面
3 之三構面依變項進行層級迴歸分析，表3結果顯示，由模式Model 1-1可以發現，
「活動滿足感構面2」(0.360＊)及「活動滿足感構面3」(0.385＊)與「幸福感層面1」有
顯著關係存在；而由模式Model 2-1和Model 3-1 可以發現，「活動滿足感構面2」分
別與「幸福感層面2」(0.575＊)、「幸福感層面3」(0.345＊)有顯著的關係存在。「生活
品質」加入迴歸分析後，由模式Model 1-2、Model 2-2和Model 3-2可以了解「生活品
質」與「幸福感層面」雖未有顯著的關係，然而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層面」依舊有

顯著的關係；因此，必須檢測「活動滿足感構面」與「生活品質」的交互作用項，是

否與「幸福感層面」有顯著關係存在，亦即生活品質的調節效果存在，同時生活品質

與「幸福感層面」也會有顯著關係。由模式Model 1-3、Model 2-3和Model 3-3可以看
出，「休閒活動滿足感構面1」與生活品質的交互作用項加入迴歸分析後，標準化迴
歸係數分別為(β=-3.726、-2.523、-2.742)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生活品質」對「幸
福感層面1」、「幸福感層面2」及「幸福感層面3」等構面之間具有顯著的負向調節
關係。

為了進一步說明「生活品質」對整體「活動滿足感」、「幸福感層面1」、「幸
福感層面2」及「幸福感層面3」等構面之間的調節作用，本研究將「生活品質」分為
高低兩組，並繪出其關係圖（如圖2、圖3及圖4所示）。圖2顯示，「生活品質」認知
程度低的民眾，其「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層面1」卻呈現負向顯著調節，亦
即當生活品質程度愈低，及其休閒活動滿足感愈高，則幸福感層面1會緩降；反之，
「生活品質」認知程度高的民眾，呈現正向調節，且幸福感層面1會提升。圖3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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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幸福感迴歸模式之迴歸係數與顯著情形摘要表
Table 3 Summary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依變項
(D.V.)

自變項
(I.V.)

幸福感層面1
(W.H.1)

幸福感層面2
(W.H.2)

幸福感層面3
(W.H.3)  

Model
1-1

Model
1-2

Model
1-3

Model
2-1

Model
2-2

Model
2-3

Model
3-1

Model
3-2

Model
3-3

活動
滿足感1
(L.A.S.1)

3 -0.004 1.983 -0.138 -0.190 1.228 -0.173 -0.156 2.135

活動
滿足感2
(L.A.S.2)

0.360＊ 0.417＊ -0.668 0.575＊ 0.635＊ 0.578 0.345＊ 0.521＊ 0.086

活動
滿足感3
(L.A.S.3)

0.385＊ 0.425＊ -0.648 0.598 0.678＊ 0.591 -0.544 0.597 1.449

生活品質
(Q.O.L.) -0.150 0.037 -0.131 1.002 -0.165 -3.155

活動
滿足感1×
生活品質

(L.A.S.1 × 
Q.O.L.)

-3.726＊ -2.523＊ -2.742＊

活動
滿足感2×
生活品質

(L.A.S.2 × 
Q.O.L.)

2.679 0.338 0.333

活動
滿足感3×
生活品質

(L.A.S.3 × 
Q.O.L.)

2.876 0.456 0.274

R2 0.126 0.137 0.245 0.276 0.282 0.381 2.573 3.491 5.643

Adj R2 0.084 0.075 0.294 0.243 0.272 0.293 0.168 0.225 0.303

F 2.886 2.944 3.982 5.485 6.146 7.722 13.549 15.312 18.538

P .001 .000 .008 .001 .000 .022 .000 .000 .034

*p<.05; I.V. = 自變數, D.V.= 依變數, L.I.= 休閒涉入, L.A.S.= 休閒活動滿足感, W.H. = 幸福感
*P<.05; I.V. = Independent Variable, D.V.= Dependent Variable, L.A.S.=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W.H. = Well-being Health, Q.O.L.=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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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質」認知程度低之民眾，「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層面2」也呈現負
向顯著調節，當生活品質程度愈低，其休閒活動滿足感愈高則幸福感層面2會緩降；
反之，「生活品質」認知程度高的民眾，呈現正向調節，且幸福感層面2會提升。而
圖4顯示，「生活品質」認知程度低之民眾，「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層面3」
亦呈現負向顯著影響，即當生活品質程度愈低，所求不多下，僅能參與一般休閒活動

就很有滿足感，則其幸福感層面3會緩降；反之，「生活品質」認知程度高的民眾，
呈現正向調節，且幸福感層面3會提升。驗證假設二(H2)：臺灣社會環境變遷下生活
品質對其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三(H3)：生活品質對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
感的關係之間具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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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生活品質對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層面1的交互作用
Fig. 2 Interaction of quality of life on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and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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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生活品質對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層面2的交互作用
Fig. 3 Interaction of quality of life on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dimens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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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休閒的蛻變之縱向分析

本研究因考量第五期(2005~2009)、第六期(2010~2014)，共有1889人為同一人被
收集兩次資料，因而採用IBM SPSS Modeler 18.0成長曲線模式(growth curve model)之
縱貫性分析來評估國人傳統休閒模式在第五期(M.1)、第六期(M.2)幸福感隨時間變化
之情形。

休閒活動滿足感之初步分析(M.0)顯示與參與者隨機截距相關的變異數等於 
1.18，具有共變量(M.1)的虛無模型(null model)代表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之交互作
用影響不顯著(b = 0.225，SE = 0.542，t = 0.401，p = 0.587)或其主要影響（休閒活動滿
足感：b = 0.261，SE = 0.426，t = 0.386，p = 0.653；幸福感：b = 0.457，SE = 0.513，t 
= 0.769，p = 0.392），必須進行線性模型分析。

具有共變量(M.2)的線性模型，顯示時間與幸福感之交互作用影響不顯著(b = 
0.102，SE = 0.284，t = 0.301，p = 0.814)或兩個簡單的主效應（休閒活動滿足感：b = 
0.237，SE = 0.685，t = 0.289，p = 0.801；幸福感：b = 0.196，SE = 0.775，t = 0.250，
p = 0.749）。此外，該模型顯示時間和休閒活動滿足感之交互作用影響不顯著(b = 
0.172，SE = 0.304，t = 0.687，p = 0.519)。只有「時間」的主要影響顯著(b = 0.446，
SE = 0.225，t = 2.371，p = 0.012)，變得具有統計意義。

不同增長曲線模型(growth curve model)的比較顯示，具有共變量的線性模型(M.2)
顯示較低的BIC和較低的AICc；LRT顯示M.2與M.1（具有共變量的虛無模型）具有顯
著差異；然而，LRT表明M.1在統計上與M.2沒有顯著差異，但它更簡約，因此，M.2
被選為最佳模型，效應大小指數顯示對M.2的偏好較小，實際上，ΔAICc顯示M.1和
M.2存在微小差異(1.25)，M.1的W h表明該模型有63%的機率成為最佳近似模型（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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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生活品質對休閒活動滿足感與幸福感層面3的交互作用
Fig. 4 Interaction of quality of life on leisure activity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dimens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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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W h為31%），與E h建議M.1的證據權重幾乎是M.2的兩倍(1.90)為最佳近似模型。

 生活品質之初步分析(M.0)顯示與參與者的隨機截距相關的變異數等於6.25，
具有共變量(M.1)的虛無模型，表示生活品質與幸福感之交互作用不具顯著影響(b = 
-0.581，SE = 1.905，t = -0.241，p = 0.695)或其主要影響（生活品質：b = 0.149，SE = 
1.251，t = 0.287，p = 0.724；幸福感：b = 1.582，SE = 1.614，t = 1.237，p = 0.307），
必須進行線性模型分析。

具有共變量(M.2)的線性模型，顯示時間與幸福感有顯著交互作用(b = 2.623，
SE = 0.681，t = 3.294，p < 0.001)，以及EXP的簡單主效應幸福感(b = −5.365，SE 
= 2.094，t = −2.562，p = 0.011)。然而，該模型顯示生活品質不具顯著性影響(b = 
3.049，SE = 1.912，t = 1.590，p = 0.113)；而該模型顯示時間和生活品質之交互作
用不顯著( b = −1.219,SE = 0.762，t = 1.183，p = 0.070)以及時間的主要影響顯著(b = 
0.796，SE = 0.523，t = 1.521，p = 0.129)。顯示幸福感從T1到T2的大幅增加。

不同增長曲線模型的比較會產生不明確的結果，如同線性模型(M.1)顯示較低的
BIC，但模型(M.2)顯示較低的AICc。LRT顯示M.1與M.2暫無顯著差異，亦即M.1是最
簡約的；因此，雖可被選為最佳模型，但由效果大小指數顯示，對M.2而不是M.1的
偏好可以忽略不計，實際上，ΔAICc顯示M.1和M.2的差異非常小(1.57)，M.2的W h表
示該模型有54%的機率成為最佳近似模型（M.1的W h為30 %），而E h表示M.2的證據
權重幾乎是M.1的兩倍(1.70)成為本研究之最佳近似模型。換言之，由於時間的主要影
響顯著，第六期(M.2)幸福感隨時間變化之情形優於第五期(M.1)。追求高生活品質的
群組或生活品質較高者，若能同時參與兼具「身心釋放類型」、「教育體驗類型」與

「藝術美感類型」綜合型休閒活動，則能完全拋開掛慮憂心，盡情投入休閒活動，未

來對「環境新常態」之適應過程會較順利，並且也能克服幸福感之脆弱性，當生活品

質程度愈高者，會比生活品質程度愈低者，更能正向調節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的

影響。

本研究證實了隨時間變化所增加的休閒活動滿足感，並強調生活品質在時間縱

向影響分析下，國人對於休閒活動所帶來的幸福感之脆弱性(vulnerability)，而「脆弱
性」會由於相互依賴性增強之幸福感暴露於與環境和其他變化相關的壓力以及缺乏適

應能力而容易受到傷害的狀態，且會與在地歷史生活、社會關係和地點有關，也呼應

了前述研究結果；生活品質可以用生活快樂感來加以衡量，人們對於生活的快樂感包

含愉快與舒適的感覺、心智與心靈上的快樂感、心理上的自信與自我實現等；包括排

除情緒低落、工作上的壓力及無法參與家庭活動或無法擔負責任等障礙。即當本研究

調節效果存在，生活品質程度愈低，這些「脆弱性」處於容易受到傷害的狀態下，傾

向越來越相互依存（包括生、離、死、別等情感牽絆或左右人類經濟市場資源、人員

或資訊流動等社會結構壓力），當所求不多下，僅能參與一般休閒活動就很有滿足

感，則在低生活品質調節效果增強下，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的影響會緩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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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活品質」認知程度高的民眾，呈現正向調節，幸福感則會提升。驗證假設四

(H4)：探討休閒蛻變下幸福感隨時間變化之情形。

(四) 研究數據之局限性

在解釋研究數據之局限性方面，由於本研究所使用之數據係於2017年由TSCS所
發布，並非為休閒生活方面的全面數據。近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正在進行一

項臺灣社會變遷休閒生活基本調查，且截至目前為止還在進行調查中；因此，本研究

尚未獲得休閒生活方面的全面數據，故此為本研究之主要限制。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 生活品質有助於提高幸福感，休閒涉入不會直接影響生活品質，且休閒活動滿
足感具有中介效果，並透過生活品質調節，而具有條件式中介效果

人們最重視人際關係與社交系統等休閒活動滿足感的平衡與樂趣，有效率的休閒

活動、表現友善、吸引力、主動關懷、樂於幫忙等休閒涉入狀態下，維持身心靈的放

鬆及良好儀態等，會影響國人幸福感；Fancourt與Finn (2019)、Krefis等人(2018)、Liu
與Yu (2015)、Lu與Hu (2005)、O’Connor等人(2021)所認為休閒活動滿足感乃透過個人
的主觀意識、期望差異大小，來影響幸福感之看法相同，且為衡量休閒生活所帶來的

「幸福感」之有效指標；而生活品質的感受就是身體活動過程所產生的感受(Ferreira 
et al., 2021; Gill & Feinstein, 1994; Uysal et al., 2020)，例如，旅遊活動體驗設計或活
動體驗價值等，熱心投入參與社區發展與規劃所帶來的生活品質(De Guimarães et al., 
2020; Vogt et al., 2020)，且幸福感是一種維持穩定的感覺或安適生活的狀態，生活品
質衝突的發生也許會影響個人的幸福感，藉由採取個人的休閒活動因應策略，以引發

正向情緒與提升幸福感，使個人保持生活的朝氣與希望及維持正常的生活功能，如此

能追求穩定的幸福感；因此，當休閒是喜歡透過活動展現真正的自我，國人會喜歡體

會生活中各種活動的樂趣，此種類型之「休閒蛻變」也就是「良好親友互動」之幸福

感在未加入休閒活動滿足感中介變項時，與「吸引力」、「中心性」之休閒涉入未有

顯著的關係存在，而「自我表現」之休閒涉入，卻有顯著正向關係；但當加入休閒活

動滿足感時，休閒活動滿足感在「自我表現」之休閒涉入與「良好親友互動」幸福感

之間具中介效果，並透過生活品質調節，而具有條件式中介效果。換句話說，幸福感

的預測主要來自於休閒滿足感，且休閒涉入不直接影響幸福感，休閒涉入型態必須在

經由感受到休閒活動滿足感之後才會產生幸福感，此結果與Yang等人(2012)之觀點相
同，進一步的證實休閒活動滿足感在休閒涉入對幸福感的關係上，具有中介效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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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生活品質調節，而具有條件式中介效果，也為本研究之條件式中介效果，提供實

證證據。爰此，國人從事休閒活動，知覺生活品質報酬愈多則相對會更融入休閒活動

滿足感，並進而影響幸福感；然而，當國人主動藉由發自內心之休閒涉入樂趣及關懷

感受休閒活動滿足感，也會影響幸福感；與Trainor等人(2010)認為休閒和幸福感之間
的關係可能  不是因果關係，甚至幸福感作為前因，直接影響休閒滿足感、生活滿足感
並間接影響到快樂感(Argan et al., 2018)等觀點不同；而與Uysal等人(2016)所認為活動
本身的愉悅價值，取決於個體對於休閒涉入程度與活動本身，亦即需透過持久的消費

體驗才能長期影響遊客的生活品質，生活品質有助於提高幸福感，且休閒涉入不會直

接影響生活品質的看法相同，提供此一模式之實證證據，為本研究貢獻之一。

(二) 生活品質於休閒活動滿足感及幸福感之間具調節效果

由於生活品質程度愈高會比生活品質程度愈低，更能正向調節休閒活動滿足感

對幸福感的影響，故強化國人對休閒活動的高度滿足感認知並透過生活品質來維持表

達、調節、應變心理情緒等幸福感關係，將可附低風險，進而獲取競爭優勢以利於永

續經營；其結果與國外研究中之Uysal等人(2016)認為許多現有的健康、幸福、和生活
品質量表使用已行之多年，且不適合消費者研究之觀點不符合，但是與生活品質和幸

福感的衡量標準集中在整體功能上之研究結果相符合；而與Martyr等人(2018)認為改
善生活品質的努力可能側重於人際關係、社會參與，解決身體和心理健康不佳的問

題，以及確保高品質養生護理之生活滿足感之觀點相符合；然而，需要更多長期追蹤

資料庫之研究來證明維持或改善生活品質，評估個人以及社會的幸福感，有效辨別

生活品質下降風險者，以利採取預防性措施。在工作-家庭生活的研究中，與Lee等人
(2018)認為顯性和隱性倫理制度化會對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有所影響，工作生活品質
具中介效果之結果不符合，而與工作-家庭生活衝突，不論是從家庭生活到工作生活
或從工作生活到家庭生活所帶來的衝突，即充滿衝突感的生活品質對生活滿意度和幸

福感具有調節作用之觀點相符合，生活困擾主要來自生活壓力及生活情境所引發的負

向感受，面對生活困擾及休閒活動與生活品質衝突時；無論從運動或養生等動、靜態

角度出發的休閒活動與生活品質衝突主要在影響情緒低落、工作上的壓力及無法參與

家庭活動及擔負責任。換言之，生活的文化價值體系中，當生活品質愈強調服務感受

時，會表達愈親切友善的情緒，亦即生活品質會影響正面情緒表達；當遊客在森林遊

樂環境下從事戶外遊憩，能突顯健康遊憩與生活品質可以有效的預測生活滿足感及幸

福感；反之，對餐旅服務產業而言，知覺良好的生活品質可經由正面休閒活動並取得

其信任、強化休閒活動滿足感理念對生活品質趨向正面，休閒活動滿足感雖可能導致

個人失去與自己真實感受接觸的機會，產生倦怠或帶來負向影響，皆與Brotheridge等
人(2002)對休閒活動滿足感與情緒耗竭之關係，所發展出資源保存模式之理論相同。
亦即當國人獲得休閒活動所提供的適當支持或其他社會支持時，卻可紓緩身心耗竭，

而使得休閒活動滿足感改善；反之當身心耗竭未獲得適當的社會支持或組織支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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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Gold等人(2006)指出個人對休閒活動的情感聯結相對降低之論點亦相符。因此，生
活品質透過表達、調節、應變，乃是發展調節良好休閒活動滿足感的基本條件，反

之，則降低幸福感，其結果與Ogunmokun等人(2021)研究COVID-19大流行期間對人
們的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響，雖然同是蒐集長期追蹤之資料分析，然而在生活品質當

調節變項可以削弱企業社會責任契合度和態度忠誠度關係中之調節效果觀點不同；且

Krawczyk-Suszek與Kleinrok (2022)研究社會人口因素、年齡對健康的感受、適應生活
滿足感及幸福感之觀點相同，而生活品質是治療過程的看法不一致，討論其原因乃模

式上的差異，過去研究顯示休閒活動滿足感在工作特性對幸福感之影響中扮演完全中

介的角色，而本研究顯示生活品質在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之影響中具調節效果，

此亦為本研究貢獻之二。

(三) 透過休閒活動滿足感之中介能展現適宜之休閒涉入對幸福感遠景的影響

休閒涉入在研究取向上係指個體在參與休閒活動的整體表現，包括所投入金

錢、時間之外在行為，與投入心思與精神之內在心理狀態(An et al., 2021; Song et al., 
2022)，且休閒涉入對工作滿足感有顯著之正向影響，故休閒涉入為國人致力於身心靈
內在提升，在休閒活動所創造之表情或身體儀態，乃是可換取遠景價值且具幸福感，

某些研究支持此論點(Chang et al., 2019; Hills & Argyle, 1998; Mouratidis, 2019; Ragheb, 
1993; Riddick, 1986; Shin & You, 2013)。國人在工作中依照休閒涉入並管理好本身的生
活或藉由休閒活動把生活壓力發洩完後，表現適當的滿足感狀態與創造良好的生活氣

氛，以滿足休閒涉入並達到幸福感；當人們獲得休閒活動所提供的快樂、支持或其他

社會支持時，而使得休閒涉入改變，並提高幸福感；相較於工作、家庭、和健康所獲

得的滿足感，青少年從休閒活動積累的經驗會藉由休閒滿足感對其長期幸福感產生直

接和間接的影響，此結果與Shin與You (2013)之觀點相同，而拓延建構理論也解釋積極
情緒的進化功能及其當前與長期影響(Fredrickson, 2001)；亦即與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心
理的幸福感更具有影響力且休閒活動滿足感具有中介效果之論點相符合(Chang et al., 
2019; Hills & Argyle, 1998; Mouratidis, 2019; Ragheb, 1993; Riddick, 1986)。如同社會連
結理論的依附與參與有助休閒涉入的表現，而且影響參與休閒活動者的相互支持以及

正向幸福感與心裡健康。從生活經驗出發，經由正面休閒涉入表達、啟發對於休閒活

動之意識與關懷，基於國人追求之休閒活動之盡善盡美，進而表現自發性且負責的休

閒活動行為，則幸福感也會提高，其結果提供此一實證證據，亦為本研究貢獻之三。

(四) 臺灣社會變遷下休閒蛻變的模式

「幸福感」是由個人、社會、結構壓力和脆弱性的複雜交互作用所決定的健康

和福祉(WHO, 2022)，研究證實了隨時間變化所增加的休閒活動滿足感，並強調生活
品質在時間縱向影響分析下，國人對於休閒活動所帶來的幸福感之脆弱性，而「脆弱

性」會由於相互依賴性增強之幸福感暴露於與環境和其他變化相關的壓力以及缺乏適

應能力而容易受到傷害的狀態，且會與在地歷史生活、社會關係和地點有關，也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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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述研究結果；生活品質可以用生活快樂感來加以衡量，人們對於生活的快樂感包

含愉快與舒適的感覺、心智與心靈上的快樂感、心理上的自信與自我實現等；包括排

除情緒低落、工作上的壓力及無法參與家庭活動或無法擔負責任等障礙。即當本研究

調節效果存在，生活品質程度愈低，這些「脆弱性」處於容易受到傷害的狀態下，傾

向越來越相互依存（包括生、離、死、別等情感牽絆或左右人類經濟市場資源、人員

或資訊流動等社會結構壓力），所求不多下，僅能參與一般休閒活動就很有滿足感，

則在低生活品質調節效果增強下，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的影響會緩降。「生活品

質」認知程度低的民眾，其透過「自我表現」休閒涉入之「身心釋放類型」休閒活動

滿足感對「良好生活狀況」、良好生活技能」與「良好親友互動」之幸福感卻呈現負

向顯著影響；亦即當生活品質程度愈低，及其參與「身心釋放類型」之休閒活動滿足

感愈高，則在低生活品質調節效果增強下，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的影響會緩降。

顯示出未來若遇到「環境新常態」之適應過程中，人類將從學習、因應變故，產生新

習慣與新生活型態來面對新環境的挑戰，包括政治、經濟情勢、社會結構的變化、工

作壓力，以及社會變遷導致的空閒時間缺乏與療癒效用會較緩慢，進而可能對大眾

文化、休閒活動、生活品質與幸福感產生持續性的影響(Pragholapati, 2020; Mubaraq et 
al., 2023)。

換言之，真實的「臺灣社會變遷下休閒蛻變的模式」，就是追求高生活品質的

群組或生活品質較高者，若能同時參與兼具「身心釋放類型」、「教育體驗類型」與

「藝術美感類型」綜合型休閒活動，則能完全拋開掛慮憂心，盡情投入休閒活動，未

來對「環境新常態」之適應過程會較順利，並且也能克服幸福感之脆弱性，當生活品

質程度愈高者，會比生活品質程度愈低者，更能正向調節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的

影響。然而，在休閒蛻變的過程中，生活品質程度愈低，國民對於生活的快樂感、愉

快與舒適的感覺、心智與心靈上、心理上的自信與自我實現等快樂感會愈低；而且生

活品質不佳，還包含情緒低落、金錢或工作上的壓力及無法參與家庭活動或無法擔負

責任等障礙。國民在所求不多、缺乏慾望下，若僅能參與一般性之「身心釋放類型」

休閒活動，就很有滿足感，但其良好親友互動在低生活品質調節效果增強下，休閒活

動滿足感對幸福感的影響會緩降；相反地，當生活品質程度不高時，若國民喜歡透過

活動展現真正的自我，並且追求高成本之身心釋放類型休閒活動，此類活動因所費不

疵負擔大，進而削弱滿足感，然其良好親友互動之幸福感愈高，亦為本研究貢獻之

四。

(五) 休閒蛻變的理論意涵

本研究休閒涉入、休閒活動滿足感和幸福感三者之間的關係及其理論意涵，包

括社會連結理論(Gold et al., 2006)的依附與參與、資源保存模式理論(Brotheridge et al., 
2002)之情感轉移驗證了休閒活動滿足感；以及拓延建構理論(Denovan & Macaskill, 
2017; Fredrickson, 2001; Matsumoto et al., 2018)所解釋的積極情緒進化功能等理論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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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閒休閒涉入與幸福感中也得到了驗證。而生活品質的概念可以用自下而上的溢出

理論(Eslami et al., 2018; Lee et al., 2018; Sirgy & Lee, 2006; Woo et al., 2015; Woo et al., 
2016)來描述充滿衝突感的生活品質的溢出效果對休閒活動滿足感和幸福感具有調節作
用；以及溢出理論所帶來的幸福感又與Harmon & Duffy (2023)的數位幸福理論透過網
路與資訊、娛樂和社交聯繫相符合，也驗證了本研究的理論意涵，亦為本研究貢獻之

五。

二、建議：

從本研究結果可發現，當生活品質愈低，反求諸己下，僅參與一般休閒活動就

很有滿足感，則在低生活品質調節效果增強下，休閒活動滿足感對幸福感的影響會緩

降，因此，建議國人重視休閒涉入、休閒活動、生活品質與幸福感之關係，如同人與

自然或人與社會之間的依存關係；當面對臺灣社會變遷、疫情不定與情緒危險性之環

境新常態，以下可依循之建議與方針有三項：1.重視生活品質與身、心、靈健康：減
壓、減少過多負面訊息，減輕心理負擔，且妥善來安排生活中的休閒活動。2.有趣生
活目標，多參與休閒活動：設定生活有趣及有益的計畫與目標，重視自身休閒涉入情

形與休閒活動型態，維持運動習慣，尤其處在日常生活受限時，可放鬆緊繃思緒，嘗

試去轉念，進而修身養性，勾勒出健康生活品質。3.正向積極思考，體會幸福感：掌
握健康和福祉、勿將負面事件擴大化並影響心情，嘗試將負壓威脅轉為積極正向之挑

戰，保持更自在的心情與堅定信念，即是心理健康及生活幸福感之真諦。

從本研究結果可發現，生活品質於休閒活動滿足感及幸福感之間具調節效果；因

此，建議休閒之所以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議題之一，有其主客觀因素存在，更存在生

活品質的調節效果。在主觀因素中，主要源自於民眾休閒意識的覺醒、休閒涉入的增

加、與高生活品質的要求等因素，建議國人強化對休閒活動的高度滿足感認知並透過

生活品質維持表達、調節、應變心理情緒等幸福感關係，將可降低風險，進而能感受

健康的可貴、適應生活滿足感及幸福感；而客觀因素部份，則是經濟的繁榮、工時縮

短、閒瑕時間的增加等因素，建議國人獲得休閒活動所提供的適當支持或其他社會支

持時，可紓緩身心耗竭，而使得休閒活動滿足感改善，生活品質透過表達、調節、應

變，乃是發展調節良好休閒活動滿足感的基本條件，反之，則降低幸福感。

古諺：「小人閒居為不善」；「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

意旨如果一個人不好好地規劃與管理自己的休閒活動與生活，將可能導致個人的無

聊、寂寞，甚至會做出傷害自己或危害社會的一些不良行為；所以，從本研究結果可

發現，透過休閒活動滿足感之中介能展現適宜之休閒涉入對幸福感遠景的影響；因此

對於國人的建議部分，則是個人能重視休閒活動為人類全體生活主要之一環，在過度

理性之資訊科技產業生活模式之下，導致生活緊張與壓力、過勞、躁鬱等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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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心理、社會的障礙發生，假若能妥善規劃休閒時間，必將正向影響個體與社會

健康，進而消彌社會問題。而對於相關政府單位的建議，則是加強落實休閒運動生活

教育，使休閒成為生活慣性，並創造活力、健康、愉悅、和諧與高品質的優質生活文

化，以進而提昇整體國力及競爭力，並將幸福感融入當代休閒觀中之重要課題與願

景。

從本研究結果可發現，真實的「臺灣社會變遷下休閒蛻變的模式」，建議追求

高生活品質的群組或生活品質較高者，若能同時參與兼具「身心釋放類型」、「教育

體驗類型」與「藝術美感類型」綜合型休閒活動，則能完全拋開掛慮憂心，盡情投入

休閒活動，未來對「環境新常態」之適應過程會較順利，並且也能克服幸福感之脆弱

性，當生活品質程度愈高者，會比生活品質程度愈低者，更能正向調節休閒活動滿足

感對幸福感的影響。因為，休閒涉入不直接影響幸福感，休閒涉入型態必須在經由感

受到休閒活動滿足感之後才會產生幸福感；因此，建議，面臨臺灣社會變遷，可透過

良善規劃的「休閒活動」，讓現有的資源與環境條件來強化國人的休閒涉入認知，才

能有利於其從事更具意義的休閒活動，這亦是我們未來需要共同努力的新方向。建議

如何營造更優質的生活品質，來獲取由個人、社會、結構壓力和脆弱性複雜交互作用

所決定的幸福感，並克服人、社區和生態系統很容易受到不可預見和不可控的全球變

化影響（包括生、離、死、別等情感牽絆或左右人類經濟市場資源、人員或資訊流動

等社會結構壓力等因素）；而對相關單位的建議則是未來能提供更多觀光休閒資源並

與民間協（學）會或產業合作，如AI人工智慧的工具應用，將數位文化升級，避免
網路環境迅速複雜化，並杜絕各類虛假資訊策略不斷升級，以共同提升國人的生活品

質，讓傾向越來越相互依存的幸福感「脆弱性」，朝向環境新常態下之「良好生活狀

況」、「良好生活技能」與「良好親友互動」的幸福感面向，並提升整體國人對休閒

活動的珍視與投入，以重塑蛻變成未來新的幸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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